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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性质考索 *

李寒箫

提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主要取材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编两朝

纲目备要》《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建炎复辟记》等流传于福建地区的文献，并未

使用任何来自官方的材料。该书采用了摘抄、节录与改写等编纂手法，但在组织史料的

过程中出现了一事重出、胡乱嫁接、删节过甚、时序颠倒、记载错位、分条混乱、错字

别字等一系列问题。根据在《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之中找到的三条独特记载，再结

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和《麻沙刘氏族谱》中的相关信息，推断《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

的作者并非“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刘时举”，而很可能是元代麻沙刘氏家族的某位（或

某些）成员。

关键词：《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　刘时举　建阳　伪托

一、缘起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下文简称《中兴通鉴》），旧题刘时举撰，全书共 15 卷。是书

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刊本，计有两种，分别是皇庆建安陈氏余庆堂刊本和至治云衢张氏刊本 a。

其中云衢张氏本相对晚出，其内容错讹相较陈氏余庆堂本更甚。近年虽有王瑞来先生整理的点

校本问世，但点校本部分文字系以理校、他校法修改，无法反映是书原貌。基于这些现实原

因，本文将以年代最早、面貌最为原始的陈氏余庆堂本作为研究对象。

《中兴通鉴》记事始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迄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几乎占

据了整个南宋王朝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书虽不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三

朝北盟会编》（下文简称《会编》）等史籍一般详赡，但从内容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看，其价值

则颇为独特，理应引起宋史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学界目前关于《中兴通鉴》的研究仍存在着一

些有待廓清的疑窦，本文要讨论的真伪性质问题即是其中最关键者。

*	 李寒箫，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本文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苗润博、游彪、邓小南老师悉心指导，又蒙杨光、张砚衡、刘邦栋先生提供批评意见，谨致谢忱！
a	参看徐潇立《试论〈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整理前言所涉版本问题》，《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十二辑，2020 年，第 159—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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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何谓“真伪性质”。当今文献学研究者习用的一些专业术语

实源自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伪书”即居其一，然其内涵在经历千年学术赓衍后已经大为泛

化。“伪书”在当下的研究中渐成盖棺论定之辞，典籍一被判定为伪书便似乎再无可取之处，

此种断论极具遮蔽性，常使研究者忽略了文献生成的复杂情况。部分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

一问题，如贾敬颜提出“常常有这样的事：书伪而事不伪，也有事伪而书不伪，或者书事俱伪，

情况不可一概而论”a，龚延明、李裕民也指出伪书具有研究价值、校勘价值和史料价值b，这些

认识可谓颇具见地，但还都没有理清“伪书”概念在研究实践中的层次。

就管见所及，所谓“伪书”主要有三种指向。一是内容基本真实而书名系凭空生造、作者为

虚构假托者，其例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c。二是作者真实存在，书名、内容为向壁虚造者，

代表案例是丰坊制造的一系列经典d。三是内容和作者均系子虚乌有，如张师颜  《南迁录》、李大谅

《征蒙记》等书 e。从传统意义上讲，上述第二、第三种情况才真正契合伪书的定义。而符合第一

种情况者多是自其他书籍抄撮拼凑、改头换面而成，编刻质量也往往低劣，但其内容却基本可靠、

甚至可能独具价值，如果概以伪书统括之，或嫌责之过甚，是故在研究中似更宜强调此类文献“托

名”“伪托”之特点。鉴于此，下文在论述时将有意识地区别“伪托之作”与传统意义上的“伪书”。

学界目前有关《中兴通鉴》的研究成果之中，最重要的当属王瑞来所撰《中兴通鉴》点校

前言。此文批驳了清人姚鼐认为《中兴通鉴》成书于元代的观点，力证是书为南宋史官刘时举

所作 f，主要论据有二：其一是姚鼐曾说“标题称宋官，而中书‘元太祖成吉思皇帝’，是时举

已入元后所成”g，但《中兴通鉴》之中并无“元太祖”三字，故姚鼐之证据有误；其二，“李心

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下文简称《朝野杂记》）也记有‘成吉思皇帝’”h，说明并非如姚

氏所说只有元朝人才会使用此称呼。但王瑞来转述姚鼐论据时将姚氏原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

误作“元太祖为成吉思皇帝”，进而完全误读了姚氏的观点，其对姚鼐的驳斥亦难以成立。i

除具体论证外，以王文为代表的既有研究还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均以“刘时举是

《中兴通鉴》作者”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可是，刘时举果真是《中兴通鉴》的作者吗？

蒙文通等学者业已指出与《中兴通鉴》合刊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下文简称《续宋通鉴》）

实系后世托名李焘所作 j。两书版刻特征完全一致，且毫不避忌地以“前集”“后集”自称，可

a	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九辑，1985 年，第 23 页。
b	龚延明、李裕民《宋人著作辨伪》，《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 年，第 429—430 页。
c	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辽金史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74—317 页。
d	参见王赫《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文献》2020 年第 4 期，第 45—69 页。
e	相关研究见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77 页。
f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2 页；同氏著《当代人的

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14 年第 2 期，第 171—214 页；另见上海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学术人文”2017 年 11 月 9 日推送“小考证大意义：历史研究与考证方法经典示例”（https://mp.weixin.
qq.com/s/kUXC8KbpBRtbJHMsd8hYFA）。

g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 12 页。
h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 12 页。
i	具体分析请参见李寒箫《〈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21 年，第 5—6 页。
j	蒙文通《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 年，第 519 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

编修及其流变》，《文史哲》2014 年第 6 期，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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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其联系非常紧密。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均在元代才流行于世，此前未见任何文献著录或引

据。那么，与这样一部伪托之作关系密切的《中兴通鉴》是否也有托名作伪的嫌疑？

如果我们跳出个案，在宋元书籍史的大背景之下观察《中兴通鉴》，不难发现其与《契丹

国志》和《大金国志》两部托名之作间同样存在诸多非常关键的共性。第一是编纂手法基本相同，

《中兴通鉴》与两部《国志》均系杂抄宋代文献而成，且都存在大量抄录他书而不注出处的情况。

第二是内容错谬很多。第三是初刻本产地一致，辛德勇在刘浦江的研究基础上补充说明两《国

志》均出自元代前期建阳书坊之手 a，而《中兴通鉴》最早的版本也是元代建阳坊刻本。第四，

以上诸书的形式体例也有雷同之处，如书内均插引史论，又都在天头用小字概括条目所记内

容等。第五，《契丹国志》的作者叶隆礼、《大金国志》的作者宇文懋昭与《中兴通鉴》的作者

刘时举相似，都是“惊鸿一瞥”式的历史人物。上述五项关键共性所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中

兴通鉴》与两部《国志》诞生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又根据刘浦江的研究，所谓“叶隆礼”

与“宇文懋昭”实系元初建阳书坊伪托之名，并非两部《国志》真正的作者 b。既然建阳书坊

能够托名宋人制造出《契丹国志》《大金国志》，那么同样出自建阳书坊且与两部《国志》存在

诸多关键共性的《中兴通鉴》自然也无法摆脱托名作伪的嫌疑。

综上所述，王瑞来对《中兴通鉴》作者的考述尚不足以成为定论，又由于《中兴通鉴》的

作者身份及成书年代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界对该书性质与价值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转换方法和

角度，重新审视《中兴通鉴》一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乃至真伪性质。而笔者所选择的切入点，

是逐条探究《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

二、《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与内在缺陷

辨明《中兴通鉴》的内容有无根据、是否真实、错谬几何，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衡量其

价值，更可以为我们锚定《中兴通鉴》的性质提供方向性指引。因此，下文将首先考察《中兴

通鉴》的史料来源及其内容准确性问题。

（一）《中兴通鉴》史源通论

关于《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前人所论存在一定分歧。部分学者发现《中兴通鉴》

与宋代私家史著存在密切联系，梁太济首先指出《中兴通鉴》光、宁两朝的内容“是转录、

并合或删节《两朝》（引者按：即《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下文简称《两朝纲目备要》）的有

关记载而成的”c。温志拔认为《中兴纲目》是《中兴通鉴》的“主要文字依据之一”d。燕永

a	参见辛德勇（微博帐号“XinDeyong”）于 2015 年 2 月 23 日发表的微博博文，辛氏称该文系“在 2007 年召开的纪念邓广铭先
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为评议浦江兄论文撰写的评议意见要点”。辛德勇 2016 年 8 月 18 日发布的“问学短札之
一六”同样是探讨“元刻本《契丹国志》卷首附刊的〈契丹地理之图〉等地图编刻过程中相关问题”，其中对《契丹国志》成
书时间及性质的认识与前文一致。

b	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辽金史论》，
第 274—317 页。

c	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文史》第 32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59 页。
d	温志拔《〈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略》，《文献》2013 年第 2 期，第 129—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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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提出《中兴通鉴》主要依据《中兴纲目》和《两朝纲目备要》编修而成，同时参考了《鹤

林玉露》等书 a。雷震则进一步考明《中兴通鉴》所用的《中兴纲目》是一个不存于世的特

殊版本 b。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兴通鉴》主要取材于宋朝官方文献。曾震宇判断“此书主要以南

宋的《实录》《国史》《松漠纪闻》《中兴小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及其他史籍采集而成”c。王瑞来提出《中兴通鉴》所记高宗朝史事应参考了《要录》，孝宗

朝史事当源出国史系统，光宗、宁宗朝内容则与《两朝纲目备要》“史出同源”d。此外，王

氏认为《中兴通鉴》所附“吕中曰”等史论文字应是“好事者或坊间”从《要录》中转录

而来的 e。范学辉认可王瑞来的上述观点，但也承认《中兴通鉴》与《中兴纲目》存在文本

源流关系 f。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在分析《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编纂手法时较少给出文本层面

的证据，同时缺乏一种通贯、整体的视角，故其结论仍有可推进余地。笔者逐条核对了《中兴

通鉴》的史源，并统计了该书各卷出自不同史源的字数占比情况，详见下表：

表一　《中兴通鉴》各卷史源情况（单位：字）g

　　　来源
卷数　　　

中兴
纲目

两朝纲
目备要

中兴
大事记⑧

建炎复
辟记

鹤林
玉露

十八
史略⑨

其他
文献

出处
不详⑩ 总计

卷一 4992 4198 124 9314

卷二 5081 2470 46 7596

卷三 7048 7048

卷四 5678 179 5857

卷五 5836 5836

卷六 5978 23 6001

卷七 5945 25 5970

卷八 5274 3024 29 147 8474

卷九 4865 728 33 5626

卷十 4117 40 1176 329 5662

卷十一 4432 200 40 75 4747

a	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 21—22 页。
b	雷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文献》2020 年第 6 期，第 94-95 页。
c	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301 页。
d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 22—25 页。
e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 37 页。
f	范学辉《宋代文献整理的典范佳作——〈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读后》，《书品》2015 年第 2 期，第 48 页。
g	此据陈氏余庆堂本《中兴通鉴》统计，百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h	指《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下同。
i	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下同。
j	“其他文献”指能够得到传世文献印证，可以确定存在独立史源的内容。“出处不详”则指在传世文献中完全找不到相似记载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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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来源
卷数　　　

中兴
纲目

两朝纲
目备要

中兴
大事记

建炎复
辟记

鹤林
玉露

十八
史略

其他
文献

出处
不详 总计

卷十二 7240 651 7891

卷十三 7004 837 249 45 8135

卷十四 7314 210 154 21 7699

卷十五 4223 46 195 4464

总计 54814 30253 11024 2470 543 255 770 192 100321

占比 54.6% 30.2% 11.0% 2.5% 0.5% 0.3% 0.8% 0.2% 100%

由上表可知，《中兴通鉴》逾 95% 的内容都来自于《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中兴大

事记》三部史著，它们毫无疑问地构成了《中兴通鉴》的叙事主干。在这三部书以外，《中兴

通鉴》至少还参考了诸如《建炎复辟记》等三部文献和一些目前未详来历的文献。兹缕叙《中

兴通鉴》使用以上文献的情况如下。

1.《中兴纲目》及《两朝纲目备要》

《中兴纲目》全书十八卷，记事涵盖高孝两朝；《两朝纲目备要》全书十六卷，囊括光宁两

朝史事。近人的研究指出，《中兴纲目》当系南宋兴化军莆田县（福建莆田）人陈均所作 a，《两

朝纲目备要》则可能出自真德秀门人之手 b。

经比对可知，《中兴纲目》和《两朝纲目备要》是《中兴通鉴》记载的主要来源和叙事骨架。

《中兴通鉴》几乎完全因循两书的记述脉络而少有调整，其内容基本是照抄、节录《中兴纲目》

《两朝纲目备要》二书的纲、目而成，编纂者虽然也会重新组织史文，但其手法主要是缩写和

概括，既无高明笔法、也未补充新的信息，有时甚至还会给读者带来困扰 c。

2.《中兴大事记》

《中兴大事记》为南宋人吕中所作，晚宋以降始流行于世，其所记内容同样涵盖了南宋

高孝光宁四朝。有研究者认为《中兴通鉴》高宗朝部分所引《中兴大事记》系抄自《要录》，

孝宗朝以后的“吕中曰”则直接采自《中兴大事记》d，这一说法值得斟酌。首先，设若《中

兴通鉴》的编纂者能够看到《中兴大事记》，他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从《要录》中转引吕

中的史评？这显然不合常理。其次，如果“转引”之说成立，那么《中兴通鉴》高宗朝所

引的《大事记讲义》也必然全数见于《要录》。但笔者比对后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请

看下表：

a	［美］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教学著作中的出版与政治》，《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
南宋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325—327 页。

b	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第 168 页。
c	《中兴通鉴》所记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开禧北伐、吴曦投金、韩侂胄之死、金蒙战争），往往将相关事件整合起来进行叙述，

并不遵循《两朝纲目备要》原本的叙事顺序。典例为卷十三开禧二年的记载。
d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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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兴通鉴》《要录》建炎三年以前内容引吕中史评情况对比 a

《中兴通鉴》引吕中史评 后人增入《要录》之吕中史评

“回天下之势者”条 声称引自“何俌《龟鉴》”，且缺“而不以手笔废
朝令……而去靖康之乱根也”共32字

“天之爱人甚矣”条 内容同左

“前世尝罹母后之祸”条 阙载

“当靖康元年二月”条 同左

“金虏自攻陷太原以来”条 同左

“国朝兵权隶于三衙”条 同左

“靖康之难能死节者”条 同左

　阙载 “吾观元年金之内侵三道也”条

“李纲入来方成朝廷”条 缺“公之十议，一一施行……弃主事伪而无刑，彼
尽忠守节者何辜哉？”共152字

　阙载 “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时”条

“李纲请营南阳”条 同左

“宋齐愈之罪”条 同左

“初论水灾于宣和之时”条 同左

“张浚平生忠肝义胆”条 同左

“祖宗百年礼义廉耻之化”条 同左

“自古未有内外不相应而成功者”条 同左

“此泽去而东京之地不可守也”条 同左

“始也独相纲”条 同左

据上表可知，《中兴通鉴》《要录》所引吕中史评虽多有重合，但各自都有不见于彼的独特

内容，这表明二者间并不存在线性传抄关系。与之相对的是，《中兴通鉴》所引吕中史评全数

见于台北“国图”所藏二十七卷本《中兴大事记》b，二者的文字面貌也高度近似。更重要的是，《中

兴通鉴》并非仅仅引用了《中兴大事记》的史评，而是还抄取了后者的十二处正文。由以上证

据可以断定，《中兴通鉴》所用的“中兴大事记”并非转引自《要录》，而是与现存二十七卷本《中

兴大事记》密切相关。

3.《建炎复辟记》

《建炎复辟记》（下文简称《复辟记》）是一部南宋文献，记苗傅、刘正彦兵变之事甚详。《中

兴通鉴》抄自《复辟记》的数千字记载之中，有一些不见于《要录》等书的独特内容。如“上

迁睿圣宫，百官朝谒于宫庭。召吕颐浩赴行在”，又如“以张浚为礼部尚书。命张俊以命属后，

取便道之凤翔”“吕颐浩上疏太后，私请睿圣皇帝亟复大位”“张浚不受尚书之命，俊亦不肯分

a	因《中兴通鉴》高宗朝纪事引《中兴大事记》的内容均在建炎三年正月以前，故选取“建炎三年”作为断限。
b	关于《中兴大事记》现存版本的情况，可参看张其凡、白晓霞《南宋史籍〈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发现及其价值》，《文献》

2013 年第 3 期，第 141—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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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与浚。御史中丞郑殻正言乞留吕颐浩知江陵，言不当分张俊兵”等等。根据这些关键的文本

细节，我们可以判断《复辟记》确为《中兴通鉴》编纂者所凭借的史源。

或许由于《中兴纲目》中关于苗刘兵变的记载较少且头绪混乱，《中兴通鉴》的编纂者遂

选择大段抄撮《复辟记》的记载，并附丽少许《中兴纲目》的内容作为补充。《中兴通鉴》取

用《复辟记》时虽大量删削文字，但基本保留了其原本的关键信息和叙事结构。

4.《鹤林玉露》与《十八史略》

《鹤林玉露》，南宋罗大经撰，共十八卷，杂载南宋逸事。《十八史略》则是元初士人曾先

之编纂的普及性通史读物，全书共三卷，纪上古三代至南宋覆亡间事。之所以将这两部性质并

不相同的史书合为一项，是由于《中兴通鉴》使用两书的方法颇为相似，即不是大篇幅、整体

性地抄撮原文，而是插花式地掺入各卷之中。

经过比对发现，《中兴通鉴》有七处记载取自《鹤林玉露》。一方面，《中兴通鉴》在取用《鹤

林玉露》时删减了大量细节性描述，同时调整了部分文字顺序，最典型者为卷十五“金人陷黄

州”条；另一方面，《中兴通鉴》与《鹤林玉露》的文字面貌高度近似，前者所记信息并无逸

出后者之处。故可以判定后者即《中兴通鉴》此条的史源。

其次是《中兴通鉴》引述《十八史略》的情况 a。《中兴通鉴》中有三处与《十八史略》雷

同的记载，这些记载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且两书文字面貌及关键细节高度相似，故可以确

定这三条记载当源自《十八史略》。

综合以上论述来看，《中兴通鉴》录自《鹤林玉露》《十八史略》的内容均具有一定的独特

价值。此外，《中兴通鉴》抄自这两书的内容有时甚至无法独立成条（如卷九“以陈俊卿虞允

文为左右仆射”条），只是附于《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等主干史源文献之后，用于补充

一些具体细节，这说明《中兴通鉴》的编纂者应是有意识地使用《鹤林玉露》等书来丰富内容。

5. 建阳书坊的文献利用条件

经过文本比勘，我们基本在文字层面廓清了《中兴通鉴》的取材情况，至于建阳书坊究竟

是否具备接触这些文献的现实条件尚有待落实，这里试作论证。

上文所举六部史源文献之中，《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尚有宋刻本流传至今，《十八

史略》则有多种元刊本存世。其中宋本《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以及《十八史略》均具

有明显的建阳坊刻特征 b，可知三书均曾在建阳地区刊刻和流通，《中兴通鉴》的编纂者要想看

a	乔治忠认为，《十八史略》所载宋代史事“宋代史事取材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乔治忠《〈十八
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81 页）但据笔者翻检，《十八史略》涉及宋金历史的部分中有不
少不见于《中兴通鉴》的内容（如高宗即位前事、五国城地望、孝宗降生传说、陆九渊朱熹之争、葛邲任右相等等），因此

“《十八史略》取材于《中兴通鉴》”的观点难以成立。
b	现存《十八史略》的元刊本主要有三种。其中年代最早的当是东京大学南葵文库藏勤德书堂刊本，该本中的《历代甲子纪

年》已经出现了“辛酉改至治”字样，可知其应刊刻于至治元年（1321）前后。其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刊本（典藏号：
LSB/8284），该本较勤德书堂本多出注音、注释内容，且其《历代甲子纪年》也有所扩充，出现了“辛巳改元至正，凡二十七年”
字样，知此本刊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后，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元刊本《十八史略》（编号：000007523868）之行款、
字体、内容均与北大藏元刊本高度相似，二者当属同一版本。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由“四
明（浙江宁波）郡庠”重刊的《十八史略》（善本书号：CBM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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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三部文献应无太大难度。

除此之外，《鹤林玉露》与《中兴大事记》两书虽无宋元刊本存世，但我们可以从元代文

献对两书的征引观察其流传情况。《鹤林玉露》曾被《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南村辍耕录》《静

斋至正直记》等元代文献多次引用。《韵府群玉》的编纂者阴时夫、阴中夫长年隐居江西，其

书亦多次在建阳刊刻 a，陶宗仪在编写《辍耕录》前主要活跃于江浙地区 b，撰写《至正直记》

的孔克齐世居溧阳，后迁居四明躲避战乱 c，这些作者引用《鹤林玉露》的情况表明是书在元

代江南地区的流传颇为广泛。而现存《中兴大事记》诸版本虽然最早只能追溯到明代，但从同

样由元代建阳书坊刊刻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大量征引“吕中曰”和“大事记”的情况来看，

《中兴大事记》在元初的建阳地区已有流传。

最后是《建炎复辟记》的情况。《建炎复辟记》虽然已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但是书

现存版本均形成于明代以后，其在宋元时期的刊刻、流传之迹难以确考。尽管如此，笔者还是

有一点不成熟的猜想。郑明宝已经指出，《建炎复辟记》详细记载了时任御史中丞的郑瑴在苗

刘兵变期间的事迹，并“对他在高宗复辟中的作用褒称有加”d。魏了翁所作《跋郑忠穆公家

问〈遗事〉》中曾明确提到“叙南守郑君继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泽及《遗事》一编《建炎复辟记》

属了翁识其末”。可见《建炎复辟记》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郑瑴或其后人，而非以往学界所认

为的“韩世忠门客”e。据《宋史》记载，郑瑴的籍贯是“建州（即建宁府）”f，而建阳正是建

宁府辖县，因此这部书完全有可能在建阳地区流传。

6. 难以确定来源的记载

除去上文举出的六种史料之外，《中兴通鉴》中还有极少数来源不明的记载，这里一并

举出。

《中兴通鉴》卷二之“泗州王绹率同列为执政言”条及“崇安富民获苗傅就世忠”条，其

所记之事见诸《要录》《两朝圣政》，但文字却与两书大不相同，其出处尚无定论。

《中兴通鉴》卷四有关郦琼杀害吕祉的记载颇为独特。《中兴纲目》《要录》《两朝圣政》《中

兴纪事本末》《中兴小历》及《皇宋中兴系年要录节要》等书虽记郦琼逼杀吕祉之事，但细节

均不如《中兴通鉴》详赡，如上述诸书均不载吕祉怒斥叛军的“我不比你几个负国贼，我不

去”“你军中岂无一个英雄？刘豫逆臣，不要随郦琼去，从逆不是好事”之语。由此可见，它

们绝非《中兴通鉴》这处记载的史源。南宋李幼武所撰《四朝名臣言行别录》对吕祉遇害之

事的记载虽与《中兴通鉴》相似度较高，但《中兴通鉴》所记上述发言均是颇为浅近的口语，

a	郭星宏《〈韵府群玉〉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5—12 页。
b	高建国《〈南村辍耕录〉史源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9—15 页。
c	郭军《〈静斋至正直记〉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5—8 页。
d	郑明宝《〈建炎复辟记〉点校说明》，《建炎复辟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215 页。
e	这一想法并非我原创，而是受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权同学与邱靖嘉老师的讨论 , 以上引自《鹤山全集》的材料，亦

蒙李权同学赐示。
f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郑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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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名臣言行别录》大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吕祉亦是“建州建阳人”a，结合上文的分析，

建阳书坊完全有可能接触到与其生平有关的原始材料。然而《中兴通鉴》与《名臣言行别录》

记载相合者仅此一条，我们目前尚不能断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线性关系。

卷四所载“刘颔平綦毋谨之乱”一事不见于同时代传世文献记载，但亦不似出于编造，有

可能是源于一部早已散佚且流传不广的文献。

《中兴通鉴》卷十、卷十四中关于陈亮上万言书与宋宁宗奖谕彭龟年的记载不见于《中兴

纲目》《两朝纲目备要》及《中兴大事记》这三部主干文献。经笔者考察，这两则记载的远源

分别可以追溯到陈亮所作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收入《龙川文集》）和楼钥为彭龟年撰写

的《神道碑》（收入《攻媿集》）。不过，《中兴通鉴》中并没有发现其他出自《攻媿集》和《龙

川文集》的记载，以常理度之，编纂者为了抄取个别记载而特地去翻检整部文集的可能性很

低。推测《中兴通鉴》编纂者接触这两则史料的渠道已不可确考，推测是某种在民间流传的集

部文献。

此外，《中兴通鉴》末条史评的内容散见于《历代通略》《钱塘遗事》与《宋史全文续资治

通鉴》，其间具体关系暂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中兴通鉴》主干史源为《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中兴大事记》《建炎复

辟记》四书，又杂采《鹤林玉露》《十八史略》等书以丰富文本细节，所资取者均是在元代民

间广为流传、可以为建阳书坊所获取的文献，而没有任何“源出国史系统”的痕迹。

（二）《中兴通鉴》的文本错谬问题

除了杂抄民间文献之外，《中兴通鉴》的内容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错谬与失误。具体而言，

这些错误可归纳为以下七个类别。限于篇幅，每类错误仅举一例示意。

1. 一事重出

《中兴通鉴》中最能够体现编纂者真实水准的失误，无疑是对同一史事的重复记载。如

卷七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载孝宗诏书曰“敌人来索故礼，从之则不忍屈辱，不从则边

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宰执、侍从、台谏

各宜指陈定论以闻。”而卷八则称一年后的隆兴元年（1163）七月，“……上乃下诏，略曰：‘敌

人来索故疆，从之则不忍屈辱，不从则边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

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宰执、侍从、台谏各宜指陈定论以闻。’……”这两条记载虽详略有别，

但其所录宋孝宗诏书的内容却惊人一致。按古代帝王所下诏书均有专人负责起草，不可能出

现内容一致的情况，更何况这两封诏书还颁布于同一位皇帝当政期间。据笔者考察，这一现

象的成因是两则记载来自不同的文献，而两部文献所记载的颁诏时间并不一致，《中兴纲目》

卷十三将此诏系于绍兴三十二年，《中兴大事记》卷十九则系之于隆兴元年。编纂者“忠实地”

按照两书各自所记的时间将其抄入《中兴通鉴》，最终犯下了这一重大失误。

a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吕祉传》，第 115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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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乱嫁接

《中兴通鉴》卷一载有一份“宋高宗即位大赦诏”，此诏当抄自《中兴大事记》，其全文亦

见于《会编》。但不论是收录全篇的《会编》还是节录此诏的《要录》《中兴大事记》均未提及

其性质，独《中兴通鉴》视其为“大赦、改元”之诏。关于《中兴通鉴》的说法究竟正确与否，

我们可以从诸书所记的时间上来判断。《要录》《会编》《中兴纪事本末》及《中兴纲目》等书

均记高宗即位、改元、大赦在是年五月朔庚寅日。而关于这封诏书的颁布日期，《要录》《中兴

大事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记载为五月十日己亥 a，《会编》则记为五月二日辛卯 b，均不系

于大赦当日，则此诏非高宗登基大赦之诏甚明。因此，《中兴通鉴》的这条记载应是编纂者认

为诏文中有除旧布新之气象，遂将其嫁接到五月一日大赦、改元之时。这类错误不仅暴露出了

编纂者对南宋历史的生疏，更表明其编纂史书的态度之轻率。

3. 删节过甚

上文已经提到，缩写和节录史源文献是编纂《中兴通鉴》所用的主要手法。但从实际情况

来看，《中兴通鉴》编纂者在删削史料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次生灾害”，如《中兴通鉴》卷

十二载庆元元年（1195）十一月“戊戌，加上帝后尊号。寿圣隆慈备福太皇太后尊号加‘惠慈’

二字”。然检《两朝纲目备要》，寿圣隆慈备福太皇太后（高宗吴皇后）尊号所加当为“光佑”

二字，加“惠慈”二字者实为寿成皇太后（孝宗谢皇后），这可以得到楼钥、周必大著述的印证，

真实性毋庸置疑。但编纂者却直接将“惠慈”尊号置于高宗吴皇后名下，其误大矣。

需要指出的是，《中兴通鉴》之中这类因删节过甚所导致的离奇错误数量颇多。而在这些

删节过当现象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兴通鉴》编纂者并不理解他所面对的史料，更不太熟

悉历史撰述的基本原则。

4. 时序颠倒

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兴通鉴》的记载却往往存在着时间紊乱的毛病。据笔者观察，

该书记载的时序颠倒现象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条目之间的时间混乱。如其将“薛安靖以海州来归”系于绍兴元年（1131）十月，

但据《中兴纲目》及《会编》，此事实发生于该年十二月 c。因上一条记载的末句为“李惟德以

岷州来归”，与“薛安靖以海州来归”属同类记载，笔者推测编纂者本欲将薛安靖来归一事并

入上条，但却因抄撮失误而导致其单独成条，造成叙事顺序的错乱。

另一种是条目内部的时序颠倒。这些条目通常是编纂者采择某一事件或某一主题的相关材

料汇集而成，譬如卷十三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欲恢复中原”条，便是融合九条相关记载

而成，此条内部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年，但却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来叙述的。比如编纂者将其中

a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44—145 页。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
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59—460 页。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四，《中
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 32 册，叶 6b。

b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明钞本，叶 5a。
c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叶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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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后，侍郎李璧（壁）乞斩朱裕，枭首境上，人皆冤之”一句置于六月之前，但据《两朝

纲目备要》与《朝野杂记》记载，李壁上疏请斩朱裕事在其年七月 a。这也许是编纂者为了贯

彻“载事有本末”的原则而特意编排的形式 b，但这样的记载很容易误导读者，从史书编写和

史料价值的角度上来看，无疑弊大于利。

5. 记载错位

《中兴通鉴》卷十一有记载云“礼部侍郎上率群臣朝泰安宫”，文意难解。核查其史源《两

朝纲目备要》后，我们发现该条原作“上率群臣朝泰安宫”，而紧随其后的下一条内容为“礼

部侍郎许及之等请祧宣祖庙……”。可知《中兴通鉴》该条中的“礼部侍郎”四字系自下文窜入。

6. 分条混乱

《中兴通鉴》全书均采用“○”符号分隔所记史事，这是其体例的显著特征。一般来说，

每项独立的事件前均应以“○”区隔、单独成条，但作者在编纂实践中并未严格遵循这一标准。

《中兴通鉴》卷六载：“令监司察汰县令。秋七月，复利州铁钱监。”在其史源《中兴纲目》中，

这条记事原被分为两条。观其内容可知，此条所记两事彼此独立，并无联系，不知《中兴通鉴》

的编纂者为何将其合为一条。

7. 错字别字

《中兴通鉴》全书错别字极多，其中多数是比较明显、无碍于理解史事的错误。如卷一载

宗泽“与客对率”，此“率”颇不可解，参校其他文献可知其当为“弈”之误。此外如误“擊（击）

贼”为“繋（系）贼”，误“禁妄议和好”为“诏妄议和好”，误“除授”为“陈校”等等。此外，

《中兴通鉴》中还有一些相对隐秘的错别字，如该书卷一记载金人攻克中山府后杀害了守臣“康

伯”，宋廷后来还追赠他“忠节”的谥号。但查阅《要录》等史籍记载可知，在中山府被金人

杀害的并非“陈康伯”而是“陈亨伯”，他的谥号也并非“忠节”，而是“愍节”c。此种谬误主

要存在于人名、地名之中，很容易误导读者对史实的认识，《中兴通鉴》中类似的失误为数不

少，其典例如误李彦仙为王彦先（卷三）、误新安郡王为普安郡王（卷八）等。

这些错字当然未必全数出于《中兴通鉴》作者，还可能源于书坊刻工在雕印书版时的疏忽，

或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但不论如何，此类现象都表明《中兴通鉴》这部书的编校品质较差，

至少我们很难看出陈氏余庆堂本《中兴通鉴》书首牌记中所谓“三复校正”的痕迹。

本节集中讨论《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与存在问题，并得出了两点基本结论。第一是确定

了编写《中兴通鉴》所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等六部流传于民间的

私家史著。第二是通过考订《中兴通鉴》的内容，发现其存在一事重出、胡乱嫁接、删节过甚、

时序颠倒、记载错位、分条混乱、错字别字等七大问题。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点结论可以帮助

我们侧写出《中兴通鉴》作者的基本形象：首先，《中兴通鉴》的编纂没有使用任何南宋官方

a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徐规点校，第 826 页。
b	见于陈氏余庆堂本《中兴通鉴》书前牌记。
c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第 66 页。另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辛更儒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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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献如国史、实录、圣政的迹象，这表明《中兴通鉴》的编纂者其实根本无法接触到南宋

的官方文献。其次，《中兴通鉴》编者无法娴熟运用节录、杂抄、拼合等史料处理手段，制造

了不少新的史实错误，这足可看出其学识不甚优秀。

三、《中兴通鉴》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辨析

通过上文对《中兴通鉴》史源和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兴通鉴》的作者具有“无法接

触南宋官方文献”及“学识有限”两个显著特点。但元刊本《中兴通鉴》书首题写的作者信息

却赫然写作“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刘时举”，这与我们对《中兴通鉴》

的观感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一）刘时举撰作说质疑

如前所述，因《宋史·史嵩之传》中载有“京学生刘时举”事迹，明清以降的学者遂未曾

怀疑过元刻本《中兴通鉴》卷首所题“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刘时举”

就是该书的作者，只是对刘时举撰成《中兴通鉴》的具体年代存在不同认识 a。但经过对文本

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书首所题作者名衔非常值得怀疑，理由有二。

其一，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项理由，就是我们并未在《中兴通鉴》的内容中领略到一位宋朝

国史院史官应有的才学与见识。比如其误植孝宗谢皇后尊号于高宗吴皇后名下，又于一年中

重复记载孝宗行明堂之礼，这显然不是谙熟宋代典制和掌故之史官所能为。此外，《中兴通鉴》

的编纂者选择大量资取《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中兴大事记》等流传于民间的私家史著，

却没有使用任何南宋官方档案资料，同样使人疑心作者的史官身份。

《中兴通鉴》的作者不仅缺乏作为一位史官的基本素养，他在书中的一些表述令人怀疑他

根本不是宋人。除称铁木真为“成吉思皇帝”之外，还有称金军为“王师”b、将宋人自称的“朝廷”

改为他称的“宋朝”等。另外，《中兴通鉴》还将《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等书中的

“金虏”“虏”改为“金国”“金人”，将“鞑靼”“鞑兵”改为“鞑靼国”“鞑靼国兵”。虽然这

些改动不很彻底，但已经足可证明编纂者有意识地做过这类工作。如若该书作者果真为宋人，

他绝无任何必要去大费周章地改动这些对异族政权的蔑称。

其二，《中兴通鉴》与前人已经考订为伪托之作的《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

之间存在诸多关键的共性，值得我们注意。这些共性除去前文所提到的编纂方法、版本系统和

部分形式上的要素之外，尚有以下两端可以补充。

a	梁太济、王瑞来、雷震、燕永成等学者均认为《中兴通鉴》成书于宋亡以前（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
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第 160 页；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 12 页；雷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
以国图藏本为线索》，第 94 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 21 页）。曾震宇、李裕民则判断《中兴通鉴》
成于元代。参见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第 302 页；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53—54 页。

b	《中兴通鉴》卷十三载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槱之遁。王师攻城不下，明年三月，始解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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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三书均托名南宋官员所作，但它们都没有使

用过任何宋代官方文献资料的痕迹。《契丹国志》自称其作者为“秘书丞叶隆礼”，其书首

所附《经进〈契丹国志〉表》自述其书系“采摭遗闻，删繁剔冗”而成 a。《大金国志》则

称其作者系“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宇文懋昭”，其人“窃禄金朝”“粗知载

记之详”，书首《经进〈大金国志〉表》亦概括其编纂工作为“爰辑遗闻”“裒集成编”b。

两《国志》所据“遗闻”指涉何书暂不可知，不过据前人研究，《契丹国志》实为杂抄《资

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下文简称《皇朝编年

备要》）《亡辽录》《松漠纪闻》等通行于世的史书而成，几乎没有参考过宋代国史、会要

中保存的契丹史料 c。《大金国志》则抄取了《皇朝编年备要》《松漠纪闻》《金虏节要》《中

兴纲目》《契丹国志》《汝南遗事》《南迁录》等书 d，这些文献同样无一具备官方背景，其

中更有《南迁录》之类的伪书。

与《中兴通鉴》合刊的《续宋通鉴》号称为李焘所作，然夷考其史源，却以《长编》《皇

朝编年备要》《皇朝大事记讲义》为主。从人物生平上看，去世于孝宗朝的李焘绝不可能

看到理宗朝才问世的《皇朝编年备要》。更何况李焘于史学用力甚深，其所著《长编》史

料翔实、考订精审，反观《续宋通鉴》则不过是取材单一、机械拼凑之作。以上三书托名

南宋官员却全然不取官方文献、谎称拥有独门材料却杂抄流行史著的做法，与《中兴通鉴》

若合符节。

（2）《大金国志》《契丹国志》《续宋通鉴》三书中，也存在着大量与作者身份不符的错谬。

刘浦江在研究《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时，为其挑出了多达十个方面的错误，并据此揭示“本

书四十卷全都出自一个文化素养较低并且草率从事的作者之手”e。此后刘氏研究《契丹国志》

亦指出其书中存在五大错误，认为“此书作者所具有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准，与进士出身并曾

担任过国子监簿的叶隆礼是完全不相称的”f。《续宋通鉴》的记载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燕永成

即指出《续宋通鉴》有将《皇朝编年备要》中宋人自称的“朝廷”改为“宋朝”之举 g。此外，

《续宋通鉴》的体例编排也极为混乱，如《续宋通鉴》在建隆二年（961）记载了郭进“迁本州

防御使充西山巡检”之事，但考诸《长编》及《皇朝编年备要》可知郭进的这次迁转实发生于

建隆元年（960）。不仅如此，《续宋通鉴》于下文先后记郭进“招来山后诸州民三百余口”及

激励军校立功两事，然查《长编》可知后者在乾德元年（963），前者更已晚至开宝九年（976）。

由此可见《续宋通鉴》在缀连与排布史事方面的随意。

a	（题）叶隆礼《经进〈契丹国志〉表》，《契丹国志》，《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叶 1b。
b	（题）宇文懋昭《经进〈大金国志〉表》，《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 页。
c	高宇《〈契丹国志〉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23—68 页。苗润博，《〈辽史〉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

第 48—59、171—201 页。
d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第 335—348 页。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第 234—314 页。
e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第 337—345 页。
f	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第 326—331 页。
g	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 22 页。



2023 年第 4期154

《契丹国志》等书这些性质相类的错谬背后，蕴藏着其编纂水准相近的事实。正如刘浦江

所指出的：“他（《大金国志》作者）所具备的，只有机械抄书的能力。”a结合前人研究与上文

举出的种种例证可知，这一评语也完全适用于《契丹国志》《续宋通鉴》及《中兴通鉴》等书

的作者。但由于《中兴通鉴》据以抄撮的文献长期以来流传不广（主要是《中兴纲目》）b，且

其内容颠倒错谬之情状远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严重，故学界长期以来均未对该书背

后存在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遑论疑心其作者的真伪。

通过上文对《中兴通鉴》《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四书的比较，可以发现它

们在史料来源、编纂手法、编校水平方面均存在高度相似性，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四部史书的

性质一致。更重要的是，前人已揭橥了《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均属于内容相对

可靠、作者与书名出于捏造的情况，那么，与上述诸书存在众多关键共同点的《中兴通鉴》所

题写的作者姓名自然无法视作不可动摇的证据。

以上所作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兴通鉴》在取材、内容质量上的特征与其自称作者为宋代

史官的说法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中兴通鉴》与《契丹国志》等书之间的联系表明其书首

自题的作者身份难以信据。那么我们便可以推定，其书首所题写的“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刘

时举”绝非该书真正的作者，这部长期以来被视为南宋史著的《中兴通鉴》实为假托宋代史官

之名的拼凑之作。

（二）从《中兴通鉴》中的独特记载看作者身份

既然《中兴通鉴》不是“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刘时举”所作，那么它真正的作者应该是谁？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可以再推进的余地，但当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在《中兴通鉴》的

文本本身，会发现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具价值的线索：那些得不到任何同时代文献佐证

的记载。这类记载无疑能够反映作者的知识背景，进而帮助我们追索其身份。据笔者梳理，此

类记载共有以下三项。

其一是卷四绍兴七年（1137）记载“綦毋谨和南（尚）啸聚于三水镇，有船四十，屠

三水镇，焚海安等盐场。刘颌时为广州参议官，帅所部兵捕之，遂杀綦毋谨和尚，捕逐

余党，海道遂清。以颌知郴州。”据笔者考察，本书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刘颌（或作刘

颔 c）平綦毋谨之乱”一事的史籍。而这一事件不见于其他任何宋元文献，直到明代中期始

见记录。《（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人物门·高行》记刘颌为“建阳人，与韐同祖。绍

兴间，广州盗綦母谨和尚陷三水镇，颌时为广州参谋，帅兵剿捕。后为淮东提刑，金主亮

趋淮东，颌死之。”d 明人何乔远撰《闽书》则云刘颌“字子诚，与韐同祖。……绍兴间为

广州参谋，盗綦母谨和尚陷三水镇，帅兵剿捕。后为淮东提刑，金主亮趋淮东，力战死之，

a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第 344 页。
b	可参看雷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
c	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下，《适园丛书》本，叶 6b。
d	谢纯《（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年，叶 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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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忠简。弟崇之。”a 尽管《（嘉靖）建宁府志》和《闽书》与本书所记刘颌任官、平乱的关

键信息完全吻合，但两书也都载有一些不见于《中兴通鉴》的细节（如表字、籍贯、卒年、

谥号、亲属等）。因此可以判断这三部文献不太可能存在线性传抄关系，而应属同源异流

文献。综上所述，《中兴通鉴》所记刘颌平綦毋谨之乱事，应别有独立史源，而这一史源

在元代流传不广，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接触到。

其二是卷十四嘉定四年（1211）载“刘爚轮对，乞开伪学禁”。此事仅见于真德秀所撰《刘

文简公神道碑》，但《神道碑》记载此事时没有明确系年。由于《中兴通鉴》别无使用《神道碑》

的痕迹，若说此处系编纂者直接取材于《神道碑》并为之随意编造了一个年份，难以令人信服，

是故笔者判断这条记载应有其他的来源。

其三是有关刘崇之的一系列记载。卷十三记开禧二年（1206）雅州蛮寇边，“提刑刘崇之

檄宣抚司，调兵自行讨之”。而其史源《两朝纲目备要》及更加原始的《朝野杂记》却都称“提

刑刘崇之智夫乃自行，贼势转炽”。从“贼势转炽”的结果来看，恐怕刘崇之的“自行”并不是“调

兵自行讨之”，而是近乎自行逃跑。《中兴通鉴》的这处改写无疑美化了刘崇之在应对雅州蛮进

犯时的表现。同卷又记开禧二年三月，南宋朝廷下令将四川转运司划归四川宣抚司节制，时任

总领的刘崇之“上章抗论辞职”，这一说法得不到任何文献佐证，极有可能也是编纂者自行增

入的。

此外，卷十三的“提刑督捕司佥厅任处厚时在碉门寨，以状白提刑督捕司，欲焚其巢。

提刑除总领，遂还”这条记载实际上也与刘崇之有关。《两朝纲目备要》《朝野杂记》都直

接点出这位“提刑”就是刘崇之，但《中兴通鉴》的编纂者却有意删去了刘崇之的名字。

刘崇之一由提刑升任总领，便放弃了攻打雅州蛮、肃清乱局的机会，此举有不负责任之

嫌，作者选择隐去刘崇之的名字，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刘崇之回护的效果。最后，同卷

还记录了刘崇之因“不受伪命”而遭到吴曦驱逐之事，不过《两朝纲目备要》《朝野杂记》

等书都没有提到刘崇之有“不受伪命”之举，可见这恐怕也是《中兴通鉴》编纂者擅自添

加的内容。《中兴通鉴》编纂者所做的以上四项改动均无文献可征，刘崇之的形象在经过

改写后也趋于正面。

以上三种记载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它们所记叙的主人公都姓刘，而《中兴通鉴》

托名的作者以及《续宋通鉴》的校订者也都姓刘。不仅如此，刘颌、刘爚、刘崇之的籍贯均为

建阳 b，而建阳正是《续宋通鉴》和《中兴通鉴》的刊刻地。由此可见，本书的实际作者应与

建阳地区的刘氏家族关系密切。而存世的《麻沙刘氏族谱》便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所需的关键证据。

a	何乔远《闽书》卷九十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82 页。
b	《（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刘颌，建阳人，与韐同祖。”（叶 79a）《宋史》卷四百一《刘爚传》：“刘爚字晦伯，建阳人。”（第

12170 页）《八闽通志》卷六十四：“刘崇之字智父，建阳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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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兴通鉴》作者探析

1.《中兴通鉴》托名刘时举之原因

现存最早的《麻沙刘氏族谱》系由刘氏后人于光绪六年（1880）组织修撰而成，又于

1914 年重修，这次重修所做的工作以增订后代传人为主，并没有改动其早期的家族传承谱

系 a。方彦寿和贾晋珠（Lucille Chia）在研究宋元时期的建阳出版业时都曾使用过这部族谱。据

该谱记载，麻沙刘氏由东族、西族南派和西族北派三个分支组成，其中西族北派之下又分为

元、亨、利、贞四房。笔者在查阅该谱后发现，上文中提到的刘颌、刘爚、刘崇之、刘时举以

及《续宋通鉴》的校订者刘深源等人均是麻沙刘氏家族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一所示。

考虑到《中兴通鉴》的作者能够接触到刘颌、刘爚等人的部分生平资料，且愿意美化、回护刘

崇之，说明这位作者的身份极有可能就是刘氏族人。而在上述诸人之中，与《中兴通鉴》作者

同名的刘时举首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从《麻沙刘氏族谱》的记载之中，我们知道刘时举为“（刘）国宝公之子”，并且是麻沙刘

氏西族北派利房的第九代传人。虽然《麻沙刘氏族谱》并未记载其他任何关于刘时举生平事迹

的信息，但我们可以通过该谱内的一些间接证据来估测刘时举的生活年代。据《麻沙刘氏族谱》

记载，刘时举有一位从兄（系刘时举祖父刘爕兄刘衮之孙，见图一）刘应午曾“登嘉定壬午

（1222）科”，由于该年南宋并未开科，刘应午或许是通过释褐或特赐第的途径取得了进士出

身 b。考虑到刘时举的年龄必然小于其从兄，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刘时举的活跃时间应在宋

宁宗朝（结束于 1224 年）之后的南宋晚期。尽管我们在梳理传世文献记载时发现南宋时期存

在多个名唤刘时举的人物，但符合“活跃于南宋晚期”这一条件的刘时举只有《宋史》所记淳

祐四年（1244）上书攻击史嵩之的京学生c。这一关键的共同之处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出现在《麻

沙刘氏族谱》中的刘时举很有可能就是《宋史》中的那位京学生。

此外，考虑到《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等与《中兴通鉴》密切相关的托名之

作都选择了真实存在的人物作为伪托对象 d。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建阳书坊在选取托名者时应当

a	这两部族谱都收录在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运营的族谱数据库网站 FamilySearch（https://www.familysearch.org）中。关
于族谱的可靠性和可用性，许多学者已经有过反思和探讨。宋怡明（Michael A. Szonyl）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
的日常政治》（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中的尝试表明，家谱中记载的种种故事是我们在研读和使用时最需要小心的内容，
而族谱中记载的世系次序则是相对可靠的。就《麻沙刘氏族谱》而言，其中所谓刘氏家族入闽前的“京兆刘氏族谱”当出追述，
而其记载的入闽后世次，尤其是家族中著名成员的信息，基本都能得到史料印证，其价值值得肯定。

b	龚延明、祖慧编《宋代登科总录》第九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994—4996 页。
c	除《宋史》所记京学生刘时举之外，见诸宋元文献记载的刘时举还有以下两位。第一位是南宋初年起兵反宋者，绍兴元年（1131）

“前御史台检法官、福建路统辖谢响命闽贼范汝为兵讨建阳县贼刘时举，尽歼其众”。（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
校正》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624 页。事又见于廖刚《投富枢密札子》，《高峰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 29a）虽然这位刘时举起事的地点也在建阳，但从“尽歼其众”的描述来看，他的生命不久后即走向终结。第二位是绍兴
年间的普通士人，宋代诗人王庭珪曾在两首诗作的题目中明确提到“刘时举”之名，据连国义研究，这两首诗系绍兴十九年

（1149）至二十五年（1155）王庭珪贬居辰州期间所作（参见《王庭珪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14 页），
因此这位曾任“主簿”的刘时举显然不是绍兴元年在建阳起兵反宋的“贼寇”。从“相别三十年”来看，这位刘时举应当生于
北宋晚期，他不可能活到理宗在位时。明人张鸣凤编纂的《桂胜》有“唐逢尧、赵周材、汪圣锡、刘时举、王公休、方稚川
绍兴辛未（1151）六月二日同游”，此人应即与王庭珪交游唱和者。

d	顾宏义《叶隆礼事迹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79—82 页。《大金国志》的作者宇文懋昭
全然不见史籍记载，考虑到其身份是不受重视、难以融入江南士人圈子的归正人，加上南宋晚期缺乏传世史籍的情况，他的
湮没无闻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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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看重其身份的真实性，书坊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通过保留部分可靠的信息来提升书籍

的可信度，尽可能地避免读者疑心书籍的真伪，另一方面在于可以借助真实人物的声望刺激

书籍行销。因此，同样由建阳书坊编造的《中兴通鉴》选择托名刘时举，足以说明其人并非凭

空虚构，其题写的史官身份也应是比较准确可信的。上文的分析既已表明《中兴通鉴》是出自

麻沙刘氏族人之手，其书所题作者又“恰好”与刘氏家族先贤同名，这恐怕并不是单纯的巧合，

而应当视为编纂此书的刘氏后人为了光大同族先贤事迹所做出的一种刻意选择。

综观《麻沙刘氏族谱》可知，刘氏家族在宋代可谓人才辈出，族中大儒巨宦不在少数，如

刘子羽、刘珙、刘崇之、刘爚等，相比之下，刘时举在麻沙刘氏家族中地位不算突出，成就

也并不显赫。那么，麻沙刘氏后人为何选择了刘时举而不是其他家族成员来作为《中兴通鉴》

的作者？笔者认为，这主要与其生活年代和身份有关。

刘子羽等麻沙刘氏先贤虽然声名卓著，却都去世于宋宁宗朝结束之前，而《中兴通鉴》全

书内容的时间下限正是宋宁宗去世的嘉定十七年（1224），因此他们注定无法成为《中兴通鉴》

的托名对象，麻沙刘氏后人只能在活跃于晚宋时期的同族先祖当中另觅一位合适的人选。笔者

在翻阅《麻沙刘氏族谱》后发现，麻沙刘氏家族成员在晚宋时期官居高位者为数寥寥，出仕者

多数任职于州县，这样的身份还不足以与《中兴通鉴》作者的名声相副。在这种情况之下，托

名刘时举便成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

尽管不比刘子羽、刘崇之等前辈有抗击金人、统摄方面之勋劳，这位曾上书论劾权臣史嵩

之的京学生刘时举在南宋晚期也应小有名气。出身京学的刘时举也很可能确实曾有过任职于史

馆的经历，在理论上具备创作一部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史著作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虽

然京学生、史官刘时举的生平事迹今日已难寻觅，但对于元前期的麻沙刘氏族人而言，他们

家族的这位先辈彼时大抵还没有被“遗忘的竞争”所淘汰，其身份与事迹尚存留在族人的记忆

之中。大概出于上述原因，麻沙刘氏后人在编造《中兴通鉴》时，选择了将刘时举题作该书的

作者。

2.《中兴通鉴》真实作者蠡测

除了刘时举之外，《麻沙刘氏族谱》中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是刘深源。刘深源的名

字虽然仅仅出现在托名李焘的《续宋通鉴》书首，但从本文的讨论来看，《续宋通鉴》与《中

兴通鉴》两书不仅一起刊行、还并称“前集”“后集”，且都是托名之伪作。除此以外，两书的

编纂手法也很相似，都是选取某一两部史书作为框架进行缩写和改写，并在此基础上大量插

入史论文字而成的，由此可见这两部书之间的关系密切异常。这位刘深源既然参与了《续宋通

鉴》的校订，那么其与《中兴通鉴》之间也有可能存在着关联，需要我们专作讨论。

明确了刘深源可能与《中兴通鉴》存在关联之后，我们需要解决刘深源的身份问题。换言

之，《麻沙刘氏族谱》中记载的刘深源是不是《续宋通鉴》书前的“武夷主奉刘深源”？关于

这两位刘深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一些间接证据来进行探索。

首先是其活跃的年代。由于《中兴通鉴》等三书大约刊刻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因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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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主奉刘深源”的生活时间必然在此之前。上文还用《中兴通鉴》引用大德元年（1299）前后

成书的《十八史略》说明刘深源彼时定然在世。而麻沙刘氏的刘深源有一篇题作《记澧州刘氏》

的文章存世，文中提到其作于“大德四年（1300）”a。由此可见，两位刘深源的生活年代是完

全吻合的。

再看其活跃的地点。“武夷主奉”毫无疑问已经揭示了《续宋通鉴》校订者刘深源活动的

区域应在武夷山附近。而另一位刘深源世居建阳之麻沙 b，其《记澧州刘氏》也提到“吴君可

道自旴江来，邂逅于崇邑之翁阪”c。崇邑即崇安县，武夷山正位于其境内，因此两位刘深源的

生活地点也是一致的。

此外，两人的文化水准也值得一提。关于“武夷主奉刘深源”的文化程度问题，可以从“主

奉”头衔中略窥一二。在元代文献中，“主奉”或负责掌管书院 d，或负责掌管祠堂、庙宇等机

构e。而据宋末元初理学家熊禾的记载，元代的武夷山上确实存在一座武夷书院f，这应当就是

刘深源的头衔直接写作“武夷主奉”的原因。按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于武夷山五曲隐屏峰

下创建武夷精舍（后改称武夷书院）并于兹著述收徒，影响甚巨。武夷书院在理学史上地位特

殊，刘深源能够担任该处主奉，想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而从《记澧州刘氏》这篇小文来看，

麻沙刘深源也必非白丁，他至少接受过基本的教育。不过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位刘深源在史学上

有过任何建树。从两位刘深源在生活年代、居住地点与文化水准均大致吻合的情况来看，他们

同为一人的可能性很高。

刘深源出身麻沙刘氏家族，他不仅具有接触刘颌、刘爚等刘氏先辈生平事迹的条件，也存

在为刘崇之回护的动机，并且也确实参与了与《中兴通鉴》密切相关的《续宋通鉴》一书的编

纂工作。虽然这些侧证尚不足以坐实刘深源就是《中兴通鉴》的作者，但它们无疑都表明刘深

源同《中兴通鉴》之间有着非比寻常的联系。

以后见之明来看，书坊编纂《续宋通鉴》《中兴通鉴》等书所用手法无甚技术含量，制造

这几部书难度也并不算高。但在技术手段匮乏的元代，这种简单的编纂手法会无可避免地耗费

作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续宋通鉴》《中兴通鉴》也完全有可能是多人协作的产物，刘

深源或是成为了参与者的代表，其名字才得以题写在《续宋通鉴》书首。不过，无论这几部书

是成于众手还是出自一己之力，刘深源与他背后的麻沙刘氏家族想必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

a	见于《麻沙刘氏族谱》后附《刘氏忠贤传》卷四，叶 16a。
b	刘维新、刘占元纂修《麻沙刘氏族谱》第二册，叶 1a。
c	刘维新、刘占元纂修《麻沙刘氏族谱》第二册，叶 1a。
d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四：“甬东书院，郑忠定释奠其师迂斋先生楼昉，且行乡饮酒礼。宋理宗书其扁，旧在僧寺之侧。

至元二十八年，僧撤去，教授吴宗彦复立张赟桥侧，设主奉二员以掌之。”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叶 38a-38b。
e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五：“东岳奉圣行宫，在东南隅狮子桥东，唐朝建立。宋建炎兵火岿然独存，至元二十六年毁。大德间，

主奉陆贵和募缘重建，世奉祠云。”叶 12a。
f	熊禾《经理武夷书院》，《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隆武刻本，第 318 页。《重修武夷晦翁书院》，《重

刊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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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本文从考订《中兴通鉴》的史源入手，指出该书记载主要来自《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

要》《中兴大事记》《建炎复辟记》四部流传于福建地区的民间文献。就编纂手法而言，《中兴

通鉴》采录上述文献的主要方式可分为摘抄、节录与改写三种。在考订史源的过程中，我们注

意到《中兴通鉴》并没有使用任何来自官方的材料，同时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制造出了一事重

出、胡乱嫁接、删节过甚、时序颠倒、记载错位、分条混乱、错字别字等一系列谬误。这些现

象使我们怀疑《中兴通鉴》书首题写的作者“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刘

时举”身份的真实性。而通过分析《中兴通鉴》之中找到的三种独特记载，再结合《续宋通鉴》

和《麻沙刘氏族谱》中的相关信息，我们取得了两点认识：其一，“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刘

时举”并非《中兴通鉴》的作者。其二，《中兴通鉴》真正的作者极有可能是麻沙刘氏家族的

某位成员。也就是说，《中兴通鉴》实为后世托名闻人、拼凑而成，其性质亦非南宋史学著作，

而是一部编刻于元代的普及性历史读物。

本文选择《中兴通鉴》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颇具代表性。前人研究表明，除《中

兴通鉴》之外，建阳书坊在元代前中期还刊刻了《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大金国志》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等五部记载辽、金、宋三朝历史的书籍。笔者研究后发现，

以上六书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伪托、夸大之迹，前贤对于以上诸书的研究仍存不少有待斟酌完

善之处，比如尚未关注到这六部史书之间存在的种种共性，没有通盘考察过上述六书，没有系

统解析过它们的编纂手法、史料来源等。另外，这几部由建阳书坊编刻的史书背后实际上牵涉

到南宋史学史与元代书籍史两大关节，而考察《中兴通鉴》这一个案，不仅可以揭示建阳书坊

的作伪手法，还可以透过上述六书的内在联系呈现出元代书籍史的不同图景，更可以通过考察

史源来探究宋元时期的书籍流通、知识传播、地域文化等关键问题。而笔者也正是基于对《中

兴通鉴》这一个案的深入研究，借助追索史源、解析内容、检讨问题等方法，最终发现这六部

史书抄取史料的范围颇为相近，编纂手法均以抄撮、拼合民间文献为主，各书之中的纰谬也存

在高度的同质化现象，可以确定它们是建阳书坊自编自刻、炮制而成的同一批文献 a。

《中兴通鉴》虽是托名之作，研究者却不应弃之如敝履，其原因在于文献的价值往往是多层

次的，这种价值不仅蕴含于文本内容之中，更存在于文字以外。长期以来，历史研究者都格外

重视文献内容的“史料学价值”，而对于伪托之书而言，其内容或系抄撮其他文献而来、或完全

出于捏造，自然难以提供有价值的记载。但是，正由于其脱胎于“托名”“杂抄”这种特殊、非

正常的手段，此类文献天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又加之其制作动机、手法可能因主导者身份、

时代、地域的不同而判然有别，因此开展对于托名伪作的个案研究、把握和挖掘这类文献的“个

性”仍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深入剖析《中兴通鉴》这类个案，才有可能丰富、更新我们对于中

国古代书籍编纂模式、修撰主体、流传情况、地域特性等宏观问题的认识。

a	由于这一问题关涉颇多，笔者另有专文考察，见《元代建阳书坊编刻辽金宋三史述论》，未刊稿。


